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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中的语言逻辑与数理逻辑

陈　 硕

【摘要】文章作者是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中文简体版译者。作者在文章中试图对学者在实证研究中经常遇到的
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这两个概念进行初步的讨论。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直接来自
于原书内容，而是文章作者在学习及翻译过程中获得的最重要启发。语言逻辑
往往采用文字表达方式阐述因果关系，而数理逻辑则依赖于更加严谨的公式推
导或研究设计。语言逻辑同时为没有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普通公众及专业学者
所使用，前者更多依赖于常识及经验，在多数情况下无法准确判断因果关系；
后者则构成日常学术交流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后者使用的语言逻辑，文章认
为通过因果思维或研究设计将其转化为数理逻辑是决定实证研究者研究水平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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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Ｃ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 － ２４８６ （２０１５）０４ － ００３１ － １４

作为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中文简
体版译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本书出版２０周年之际将她介绍给国内的读者。
该书（以三位作者姓氏首字母及出版时间构成的简称ＫＫＶ１９９４也许在学界更具
知名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１９９４年出版。ＫＫＶ１９９４在出版后就成为众
多欧美高校经济学、政治科学及社会学等学科本科及研究生方法课程的指定参
考书，也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著作。这本书是我在香港科技大
学社会科学部硕士阶段的必修课《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指定教材，也是我读的
第一本方法论著作，对此我感到非常幸运。就内容来说，三位作者加里·金
（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和悉尼·维巴（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
在第一章便明确指出该书的写作目标是“向读者系统地介绍如何在社会科学领
域开展研究”。而对于研究实施的两个方法：定量传统及定性传统，作者认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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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风格和方法论上的不同……所依赖的逻辑都是相同的”，
“即怎样提出研究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并进行有效的描述及因果推论”。不论采
用何种方法，评价其研究过程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都要看其是否满足：①以推
论为研究目的；②采用公开的研究程序；③结论是不确定的；④研究的内容是
关于方法的。

围绕上述这些观点，本书剩余部分从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个方向将研究过
程分为描述性推论（第２章）及因果性推论（第３章）两个步骤，其中前者是
研究的起点并构成后者的基础。在作者看来，这两个步骤均存在推论的过程：
描述性推论涉及如何由样本推及整体，而因果推论则试图发现不同因素间真实
的因果关系。本书第２及第３章提供了这两个推论的定义及推论规则。第二个
方向为主题研究，作者向读者提供处理研究中经常遇到的特定问题的对策。这
些问题包括：如何确定观测对象（第４章）、如何增加观察值数量（第６章）及
如何避免某些特定问题（测量误差、遗漏变量、无关变量及内生性等，见第５
章）。就如何确定观察对象来说，作者指出在大多数定性研究中随机选择样本方
法具有一定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有目的地选择样本也许更为可取。围绕有目
的取样，作者提供了５种可供读者参考的操作方案。就研究中需要避免的问题
来说，测量误差、遗漏变量、无关变量及内生性问题要么导致推论效率降低，
要么导致更严重的有偏推论。这些问题在定量研究中尤为突出，需要读者重视。
辅之以具体的例子，作者阐述这些问题造成的上述后果并提供了对策。而最后
一章讨论的增加样本数量则是定量及定性学者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何在现有限
制下尽量拓展样本数以提高推论效率的方法会在这一章给出。

我把这本书的中译书名定为《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的目的也正是为了
消除定量及定性研究方法间的隔阂。不管是定量还是定性背景，我确信每位读
者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汲取所需的养分。对我而言，本书的学习及翻译过程带给
我最重要的财富是让我具备了用因果思维的能力，特别是语言逻辑和实证逻辑
之间的切换。语言逻辑主要采用文字或者口语表达出来的因果效用，主要由两
个群体所使用：没有受过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过的公众依据习惯、阅历及常识
判断出来的描述及因果推论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在学术活动时采用的交流
方式。这些学术活动即包括学者日常的交流、学术研讨会上的提问与质疑，也
包括学术期刊审稿意见用语；而数理逻辑则是受过训练的定量研究者利用实证
工具，包括公式表达或研究设计对语言逻辑进行严谨表述及应对过程。这两个
逻辑正是原书作者整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思路的努力给我带来的直接启发。我认
为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贯穿了实证学者研究生涯的全部过程。而快速地实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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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逻辑间的转化不光需要大量的学术阅读，更需要有针对性的训练。
在本文的以下部分，我将首先阐述常识在很多情况下对判断因果效用帮助

不大；其次，在更多情况下，没有常识能够帮助研究者界定出因果关系。此时，
对因果效用的识别，特别是大小的考察需要依赖数理逻辑。我将结合测量偏误、
互为因果及遗漏变量这三个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问题加以阐述。① 众所周知，这三
个问题将导致内生性问题：最小二乘估计（ＯＬＳ）估计结果不一致。不一致的
结果是最严重的估计偏差问题：偏差并不会随着样本量趋于无穷大而消失。在
这种情况下，研究者无法根据ＯＬＳ估计系数并结合偏差方向来推测真实效应，
从中得到的政策含义也将具有误导性；最后，我会指出基于因果推论思维的语
言逻辑是构成学者学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两种逻辑间
的转化是决定实证研究者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对于该结论，我将结合自己研
究中遇到的一个具体事例加以阐述。

一、常识并不可靠

基于语言逻辑的常识、习惯或阅历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一部分关系中的
因果方向，但有些情况下它们并不可靠。一个典型例子是财富和幸福的关系。
常识往往认为财富能够带来幸福。实际上，二者间的关系是受到诸多个体特质
的同时影响：勤劳、人格、健康状况、自控及自信等。正是这些没有被常识所
考虑的因素同时驱动着个体获得财富并维持幸福感（Ｄｉｅｎｅｒ ＆ Ｆｕｊｉｔａ，１９９５）。将
该遗漏变量纳入考察范围之后，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在满足基本需要后的财富增长
带来的幸福感是微乎其微的（Ｒｏｂｅｒｔｓ，２０１１）。这个例子就说明，常识要不就是在诉
说一个根本不存在因果效应的关系，要不就是极大高估了金钱对幸福的作用。

二、没有常识可以依靠

在其他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特定关系是否存在真实因果效应可能完全没有
常识可依靠的。测量偏误及互为因果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语言逻辑无法帮助
研究者廓清因果效应。此时，基于公式推导的数理逻辑能够展示ＯＬＳ估计系数
存在的偏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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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部分计量经济学教科书对于这三个问题的数理推论过程都大同小异。本文的推论
基于（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２），但根据实际例子作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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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偏误简单说来就是由于某些原因造成变量的测量值和真实值之间存在
差异。造成偏误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测量技术局限、原始资料局限、数据录入
人员的不小心或受访人的故意虚报。当存在这个问题时，如何判断对因果推论
的影响及寻找相应的解决手段就至关重要了。如果测量偏误随机存在的，比如
数据录入人员的粗心，我们一般将这种测量误差称之为经典测量误差，它将导
致该变量作用的低估。这里我们用收入对消费影响的例子加以演示。假设二者
间关系的ＯＬＳ表达式如下：

ｙ１ ＝ β０ ＋ β１ ｘ１ ｉ ＋ ｕｉ（１）

其中ｙｉ是个体的消费，而ｘ１ ｉ是收入，ｕｉ是其他可能影响消费水平但是没有
被模型捕获的因素，假设是随机分布的。为了简单，我们也假设收入—消费关
系不存在其他影响估计结果一致性的问题，此时：

ｅ１ ＝ ｘ１ － ｘ１ （２）

其中ｘ１是收入的真实值，ｅ１ 是真实值和录入值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测量偏
误。在录入原始问卷过程中，由于数据录入人员的粗心导致一些收入观察值的
录入错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不小心的分布是随机的。那么，真实值和录入值
就均独立于ｅ１，写作：

Ｃｏｖ（ｘ１，ｅ１）＝ ０（３）
Ｃｏｖ（ｘ１ ，ｅ１）＝ ０（４）

将（２）带入（１）得到：

ｙ ＝ β０ ＋ β１ ｘ１ ＋（ｕ － β１ ｅ１）（５）

基于（５），计算ｘ１和ｅ１的协方差：

Ｃｏｖ（ｘ１，ｅ１）＝ Ｅ（ｘ１ ｅ１）＝ Ｅ（ｘ１ ｅ１）＋ Ｅ（ｅ２１）＝ ０ ＋ σ２ｅ１ ＝ σ２ｅ１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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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ｖ（ｘ１，ｕ － β１ ｅ１）＝ － β１Ｃｏｖ（ｘ１，ｅ１）＝ － β１σ２ｅ１

由此计算出收入对消费作用β１的ＯＬＳ估计结果概率极限为：

ｐｌｉｍ（β＾ １）＝ β１ ＋ Ｃｏｖ（ｘ１，ｕ － β１ ｅ１）Ｖａｒ（ｘ１） 　 　 　 　 　 　

＝ β１ －
β１σ

２
ｅ１

σ２ｘ１ ＋ σ
２
ｅ１

＝ β１（１ －
σ２ｅ１

σ２ｘ１ ＋ σ
２
ｅ１

）

＝ β１（
σ２ｘ１

σ２ｘ１ ＋ σ
２
ｅ１

）

很明显， σ２ｅ１
σ２ｘ１ ＋ σ

２
ｅ１

介于０和１之间。由此可得在经典测量误差情况下，ＯＬＳ
估计结果将小于真实作用大小。换句话说，ＯＬＳ估计结果是真实结果的下限。

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能假定测量误差是随机分布的。误差的不随
机性意味着（４）式不再成立，进而导致Ｃｏｖ（ｘ１，ｅ１）≠σ２ｅ１，最终ｐｌｉｍ（β＾ １）≠

β１（
σ２ｘ１

σ２ｘ１ ＋ σ
２
ｅ１

）。此时，研究者无法判断ＯＬＳ估计值相对于真实值的偏离方向。
如何应对则取决于具体研究议题。奥利·阿申费尔特（Ｏｒｌｅｙ Ａｓｈｅｎｆｅｌｔｅｒ）和阿
兰·克鲁格（Ａｌａ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 （Ａｓｈｅｎｆｅｌｔｅｒ ＆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４）发表在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上的著名论文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ｗｉｎｓ采用工具变量方法（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处理该
问题。作者在该文中试图估计教育对个体收入的作用。由于担心受访人自己汇
报的教育年限存在测量误差且该误差并不遵从随机分布：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
人倾向高报自己的受教育水平，而教育程度较高的受访人则无此动机。作者便
采用受访人双胞胎兄弟姐妹提供的受访人教育程度作为受访人真实教育程度的
工具变量。在作者看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高，同时更加重要的是
受访人兄弟姐妹提供的教育年限对受访人收入没有直接影响。① 另外一个可供参
考的应对非经典测量偏误问题方法是利用子样本重复回归。我和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合作的一篇工作论文Ｗａｒ 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７５０ ＢＣ －１９１１ ＡＤ便采用了这一方法。该文试图利用公元前７５０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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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一个用工具变量处理核心解释变量测量偏误的研究见：（陈硕、陈婷，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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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１９１１年的历史数据实证检验战争对中国国家形成的影响。战争的原始数据
来自中国的历史文献：春秋战国时期的数据基本来自于《左传》，后期朝代的战
争数据来源较多包括历代《实录》《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及地方官
员奏折等。由于数据来源的局限，和明清时期的战争数据相比，汉之前的数据
可信性较差也无其他数据源可以相互补充验证。当然，研究者可以通过控制朝
代固定效用，甚至是皇帝固定效用来控制那些不随着时间变化且影响记录质量
的因素。另外一个更为简便的可行方案就是只采用数据质量较高的明清时期子
样本重新检验战争和国家形成的关系。然后利用一些统计技术比如Ｈａｕｓｍａｎ检
验来比较基于子样本获得的系数和全样本系数间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如果存
在差异，研究者至少需要警惕测量偏误带来的风险并谨慎解释基于全样本的估
计系数。

另外一个无法依赖于常识判断估计结果偏差方向的例子是同时性问题。同
时性问题指的是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互相影响，也被称之为互为因果问题。
该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警察或者司法支出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警察
的增加可以增加威慑、提高破案时间进而减少犯罪（Ｌｅｖｉｔｔ，１９９７，２００２）。此
时，二者之间是负向相关。另一方面，一个地区犯罪率的增加也会导致政府招
募更多的警察及提高司法支出。此时，二者之间呈现出正向关系。虽然从逻辑
上两个因果方向都能自圆其说，但其背后的政策取向截然不同。如果是前者，
降低犯罪的有效应对措施就是增加警察及司法支出；后者则意味着警察和司法
支出的增加成了犯罪增加的结果，而非原因。造成这个地区犯罪猖獗的根源可
能是不平等、社会福利、受教育水平及外来人口等深层次因素。此时政府一味
提高司法支出不仅不会导致犯罪的下降而且造成了公共财政资金利用的低效。

那么互为因果问题的存在为什么会导致ＯＬＳ估计结果不一致呢？回答这个
问题同样需要借助数理逻辑。司法支出和犯罪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可以写作如下
ＯＬＳ方程组：

ｙ１ ＝ α１ ｙ２ ＋ β１ ｚ１ ＋ ｕ１
ｙ２ ＝ α２ ｙ１ ＋ β２ ｚ２ ＋ ｕ２

（６）

假设ｙ１是犯罪率，ｙ２是司法支出，ｚ１ 是影响犯罪率的其他因素，而ｚ２ 是影
响司法支出的其他因素。ｕ１和ｕ２均符合ＯＬＳ的基本假设。此时有：

ｙ２ ＝ α２（α１ ｙ２ ＋ β１ ｚ１ ＋ ｕ１）＋ β２ ｚ２ ＋ 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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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可进一步写成：

（１ － α２α１）ｙ２ ＝ α２β１ ｚ１ ＋ β２ ｚ２ ＋ α２ｕ１ ＋ ｕ２

为了表述的方便，该式可整理成：

ｙ２ ＝ π２１ ｚ１ ＋ π２２ ｚ２ ＋ ｖ２（８）

其中：

π２１ ＝
α２β１
１ － α２α１

，π２２ ＝ β２
１ － α２α１

，ｖ２ ＝ α２ｕ１ ＋ ｕ２１ － α２α１

此时，基于（８）计算ｙ２和ｕ１的协方差：

Ｃｏｖ（ｙ２，ｕ１）＝ Ｃｏｖ（ｙ２，ｖ２）＝（ α２
１ － α２α１

）Ｅ（ｕ２１）

＝（ α２
１ － α２α１

）σ２１

我们知道一致地估计司法支出对犯罪的作用需要的假设是ｙ２ 和ｕ１ 相互独立，
即Ｃｏｖ （ｙ２，ｕ１） ＝ ０ （可参见：Ｗｏｏｌｄ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２）。但除非α２ ＝ ０，二者之间无法
实现独立。而α２ ＝ ０恰恰意味着犯罪并不影响司法支出：互为因果不存在。

从研究设计上，互为因果问题是最为棘手的内生性问题。目前较为流行的
处理方式也是工具变量方法。我在２０１２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
《转型期中国的犯罪治理政策：堵还是疏？》中试图实证检验中国司法支出的效
率。由于上文提到的司法支出和犯罪之间相互影响，我在文中使用省政法委书
记党龄作为司法支出的工具：政治资历和获得的资源成正比，同时犯罪率不会
反向影响其政治资历。基于工具变量方法，该文发现司法支出对犯罪率没有显著
影响。相比之下，不断增长的犯罪率很大程度上是转型期多种社会经济特征所致。①

此外，在一些情况下虽然常识可以判断因果方向但并不能告诉方向的大小。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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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一个同样存在反向因果的相关研究问题是惩罚与犯罪，见（陈硕、章元，
２０１４）、（陈硕，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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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严谨性促使研究者在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估计出作用大小，后者在社会
科学中尤为重要。实现对大小的估计只能依赖于数理逻辑。以下将以教育回报
为例阐述该观点。每个人都知道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回报为正，但经验无法回答
每增加一年教育时限到底会增加百分之多少的收入。可能很多人不理解社会科
学家对小数点后几位数字的大小争论不休的意义何在。设想一下如果事关数以
千亿元的教育支出，小数点后面数字就不再那么无关紧要的。对教育回报大小
的估计是劳动经济学数十年来关注的经典研究问题之一，该学科为了回答该问
题进行的研究设计及方法论上的创新也极大地推动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

对教育回报作用识别遇到的最棘手问题是遗漏变量，此时遗漏的这个变量
便是能力。一般来说，高能力个体同时具有较长的教育年限及较高的收入。那
么观察到的教育作用就在一定程度上提取了能力的作用，如果忽视该变量将导
致对教育程度作用的高估。显而易见，基于高估的系数制定的教育支出预算必
然导致巨大的公共财政浪费。在能力变量的干扰下，即使没有社会科学训练的
人也不难理解为何教育程度会被高估。但语言逻辑表达出来的高估只有通过数
理逻辑展示出来才能在更一般的意义上理解遗漏变量问题对因果推论的影响。
我们假设教育和收入关系的ＯＬＳ表达式如下：

ｙｉ ＝ β１ ＋ β２ ｘ２ ｉ ＋ β３ ｘ３ ｉ ＋ ｕｉ（９）

其中ｙｉ是收入，比如为小时工资，ｘｘｉ是教育年限，ｘ３ ｉ则是上文提到的能力。假
设ｕｉ符合ＯＬＳ一般假设。在实际研究中能力ｘ３ ｉ无法观测或可以观察却无法准确
地测量因此没有包含在方程之中，也就是说β３ ｘ３ ｉ ＋ ｕ ＝ ｕｉ 。

此时的（９）就变成了：

ｙｉ ＝ β１ ＋ β２ ｘ２ ｉ ＋ ｕｉｉ （１０）

对（１０）进行ＯＬＳ估计，获得β２的ＯＬＳ估计值是：

β＾ ２，ｏｌｓ ＝
Σ（ｘ２ ｉ － ｙ２）（ｙｉ － ｙ）
Σ（ｘ２ ｉ － ｘ２）２

其中，ｙｉ － ｙ ＝ β２（ｘ２ ｉ － ｘ２）＋ β３（ｘ３ ｉ － ｘ３）＋ ｕｉ － ｕ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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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２，ｏｌｓ ＝ β２ ＋
β３Σ（ｘ２ ｉ － ｘ２）（ｘ３ ｉ － ｘ３）／ ｎ

Σ（ｘ２ ｉ － ｘ２）２ ／ ｎ ＋
Σ（ｘ２ ｉ － ｘ２）（ｕｉ － ｕ）／ ｎ
Σ（ｘ２ ｉ － ｘ２）２ ／ ｎ

＝ β２ ＋ β３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ｖ（ｘ２ ｉ，Ｘ３ ｉ）
ｓａｍｐｌｅ ｖａｒ（ｘ２ ｉ） ＋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ｖ（ｘ２ ｉ，ｕｉ）
ｓａｍｐｌｅ ｖａｒ（ｘ２ ｉ）

当 →ｎ ∞的时候，β＾ ２，ｏｌｓ趋近为β２ ＋ β３ ｃｏｖ（ｘ２ ｉ，ｘ３ ｉ）ｖａｒ（ｘ２ ｉ） ＋
ｃｏｖ（ｘ２ ｉ，ｕｉ）
ｖａｒ（ｘ２ ｉ）

此时，ｐｌｉｍ β＾ ２，ｏｌｓ ＝ β２ ＋ β３·ｂ３２，ｂ３２是ｘ２ ｉ对ｘ３ ｉＯＬＳ回归获得的系数的概率极限。
从上可知除非β３ ＝ ０或ｂ３２ ＝ ０，否则β＾ ２，ｏｌｓ≠β２。而只有当ｃｏｖ（ｘ２ ｉ，ｕｉ ）＝ ０时，

ｂ３２才等于０。由于能力的作用β３ 以及ｂ３２都是大于０的：高能力的收入和教育程
度都高。这种情况下，ｐｌｉｍ β＾ ２，ｏｌｓ大于β２：ＯＬＳ高估了教育回报的作用。

综上所述，对不可靠或者无法依靠的常识，研究者必须了解其背后的数理
逻辑。当然，并不是所有场合都需要复述出上述公式的详尽推导过程，但研究
者至少需要知道无法依靠或估计存在偏差在数理逻辑中到底体现在哪个地方。
高素质的研究者应当尽量缩短上述转化所需要的时间并提出解决方案，前者需
要对上述推导了然于心，后者则需要结合大量文献阅读及有针对性训练。

三、语言逻辑和数理逻辑间的转换是决定实证研究者研究水平的重要因素

对于研究者来说，其学术和研究生涯遇到的大多数反馈都是基于语言逻辑
的。比如，在各种学术讨论上、与同行交谈甚至在审稿人意见中，对方一般用
语言的方式陈述作者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你的结果高估了真实作用大小”
“你的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你的因果关系可能只是相关”“样本也有自
选择问题”等等。这样的语言逻辑和上文提到的常识不同：使用者为受过专业
训练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而非一般公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这些回应阐述
成严谨的公式推导对于研究者回应问题、重新研究设计以增加稳健型讨论就非
常重要了。我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龚启圣（Ｊａｍｅｓ Ｋｕｎｇ）教授合作的工
作论文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Ｃｒｏｐ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在审稿过程中便遇到这样情况。长期以来，马尔萨斯型社会中的
技术进步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一直为经济史学家和宏观经济学家所关注：
理论模型预期在马尔萨斯时代，技术进步仅会带来人口增加但不会改善长期人
均生活水平。这篇论文试图通过实证检验北美作物玉米在中国引种和拓展对明
清时期人口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以检验上述理论。玉米由于其抗旱性和对地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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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要求，被广泛种植于清代内陆的新开发地区并显著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产量：
１９００年中国粮食生产面积比１３８０年增加３ ３倍，对同时期粮食增加的贡献率超
过５５％ （Ｗａｎｇ，１９７３；Ｐｅｒｋｉｎｓ，１９６９）。学者因此将北美作物在中国的引种和传
播比作是宋代引种占城稻之后的第二次农业技术革命（Ｈｏ，１９５９；Ｌａｎ，２００２）。
实证考察玉米作用需要该作物在中国引种的系统数据。当我在进行这个研究的
时候没有任何一本历史著作系统搜集过这些数据。历史学家仅仅提供了大概引
种趋势：玉米在１６世纪中叶被引种到中国，经过３个多世纪的拓植，在２０世
纪初期中国的所有地区均种植了玉米（Ｈｏ，１９５９）。虽然这些研究富有先导性和
启发意义，我们需要的是玉米在中国每个地区的精确引种时间，这无疑是一次
劳动密集型工作。我在博士阶段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从明清时期出版的全部
１１１９本府志中诸册查找并最终建立了玉米引种的数据库（图１）。

图１　 玉米在中国１８个省份的引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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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工作论文在第一轮审稿中一共获得了４个审稿人的１４２条审稿意见，其
中绝大多数都是语言逻辑：他们仅仅指出初稿中他们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如何
用实证方式加以处理则是作者自己的事情。论文最终能否被期刊所录用就取决
于能否令审稿人满意地处理他们的质疑。以下用其中一条意见为例阐述这两种
逻辑之间转化的重要性。

图１展示出的这种渐进时空变化使得研究者可以采用标准的双重差分方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来检验其作用，其作用估计结果见图２：

图２　 玉米引种前后的人口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２的横坐标表示距离该地区玉米引种的时期数（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ｓｉｎｃｅ
Ｍａｉｚ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纵坐标则表示人口密度在引种和没引种地区之间的差异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图中的实线表示人口密度在玉米引种前后的变
化，两条虚线分别为估计系数对应的上下９５％置信区间。从该图中，我们可以
看到在玉米引种之前，两个地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引种之后，引种地区
的人口密度开始超过没有引种玉米的地区。在工作论文里面，该图出现在正式
回归之前作为玉米促进人口增长的描述性证据。其中一个审稿人对此提出质疑：
他注意到在玉米引种前的３至２期及１期到０期，引种地区和非引种地区人口的
差别在趋势上同样存在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审稿人认为我们无法排除从０
到１期的人口增长可能是偶然因素所致而非是玉米作用。

在我的理解中，如果０至１期的正斜率来自于随机效果的话，那么把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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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玉米真实引种时间随机赋给另外一个地区然后重新回归依然得到相似效果，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再坚持０到１期的正斜率是玉米的作用了。为
了实现概率上的效果，我们需要重复这样的赋值很多次。图３展示该项虚拟工
作获得的玉米引种估计系数的ｔ值，三个图依次是进行５ ０００次、１０ ０００次及３０
０００次随机赋值的结果。从中可以清楚发现，在这种重复实验中，获得ｔ值呈现
正态分布：绝大多数都介于－ ２和２之间。这意味着随机赋值获得的估计系数绝
大多数都不显著。虽然在概率上仍旧可以坚持基于真实赋值获得的０到１期正
效应还是偶然的。但这种偶然性太低了，低到足以使得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该时段的正效用的确由于玉米引种所致。在该论文的第三次审稿中，上述修改
意见最终得到了审稿人的认可。

　 　

图３　 玉米作用的虚拟赋值实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三条竖线表示玉米在实际回归中获得的估计系数，ｔ值的绝对值大于这三个系数的概

率分别是４ ６４％、４ ２４％及４ ５５。

严谨的因果思维能力是高度训练后养成的自觉。了解文字逻辑对应的数理
逻辑需要研究者接受刻苦的方法论训练。因此，在研究开始之前，系统学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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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代数、概率论及计量经济学的知识是必须的。但实现这两种逻辑之间的转换
对研究者的要求则更高：坚实的计量经济学基础之外仍需要持之以恒且大量的
学术阅读，以此培养实际应对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求知欲和进取心只是第一
步，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好的老师领你入门。我想说的是，ＫＫＶ１９９４正充当这
种教练的角色。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训练所必要的知识，同时又维
持在一个恰当的难度水平。作者们主要借助浅显易懂的文字逻辑而非抽象复杂
的数理逻辑告诉读者在研究设计中会遇到的问题，造成的后果及相应的对策。
在维持读者信心的同时，循序渐进地揭示出描述性推论及因果推论的相关知识。
ＫＫＶ１９９４的风格使我从没感到方法论很枯燥。恰恰相反，它是我认为最有意思
的一门学问。同时，对于学者来说，这也是一本常读常新的著作。工作以后，
我依然经常抽空翻翻它。书里面的内容不断提醒自己在研究过程中要避免作者
们提到的那些问题。这种互动，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写：“本书的信息可
以促进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同时在有了实际研究经验之后重读本书还能
获得新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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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中的语言逻辑与数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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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评论》
组建专栏与投稿邀请函

本刊自创刊以来，一直坚持以专栏的形式集中反映公共管理实践领域和
学科内的热点、重点问题以及引领学术讨论，专栏已成为本刊的最重要特
色之一，并深受各界的好评。为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本刊诚挚邀请在公
共管理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与我们一起组建专栏，把此一品牌栏目办得
更好。

有意向者，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并请提交一份组建专栏计划书，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专栏主题、文章篇数、文章题目、作者简介、交稿日期。

同时本刊其他栏目也特别欢迎原创性的、理论扎实的投稿文章，欢迎广
大读者为我们赐稿！

４４

◆专栏：定性方法、定量方法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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